
我的回我的回我的回我的回忆忆忆忆 

陈碧兰 

第六章        去苏联的波折 

在1924年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决定派李大钊、张太雷等到苏联去参加共产国

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附带决定我和他们一同去，在途中比较方便和舒适些，这显然是中央

对第一个去苏联学习的女同志之一种优待。当瞿秋白将这个消息传达给我时，我是如何地狂

喜和兴奋啊！但有一个困难的问题横梗于我的胸中，使我异常困恼，就是当时凡是被派到莫

斯科去学习的，都是自备旅费（后来去的都是由苏联供给一切费用），需要200元，还是一个

很大的数目。施存统知道这种情形便自动的起来担负这个筹款的任务。他以私人的名义，在

国民党部工作的或职业较好的同志中去征求，希望每个人帮助20元，凑成200元便可以起程

了。当这一举措传达到那些同志时，他们都很乐意地答允了，在我将要动身的前数日，除了

瞿和施各自送给我20元外，如毛泽东、邓中夏……都各自交20元给施存统，尤其是罗章龙

（他作党的工作每月只有30元收入）和沈泽民（他每月只有40元的薪金），都用信封装了二

十元亲自送给我，使我异常之感动，200元已经集成了。这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我觉得同志们

对我的帮助和期望既然如此殷切，我便更要以特别的努力来答谢他们。 

在动身的前夕，瞿特别约我到楼下去谈话。他说： 

“你现在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或后天就要动身，不过我要预先告诉你：因为你们不

方便办护照，沿途有几个关卡，是要在半夜自己步行或乘马车偷过的，有些危险和麻烦，你

不怕吗？你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受得起那样的寒冷和恐惧吗？” 

“不！我一点也不害怕，男同志既然受得起，我当然也受得起。为了要达到我几年来所

向往的目的，任何危险和麻烦我都愿意领受。”我回答他说。 

瞿秋白听了我的坚决回答后，只说了一句“那很好”就以微笑结束了这一谈话。次日他

的妻子告诉我说： 

“秋白同你谈话之后，他对我们说到你去苏联的志向异常坚定，任何辛苦和麻烦甚至危

险都不在乎似的……。” 

党中央已安排我同张国焘一起先到北京，然后和李大钊等一同从北京出发赴苏联。在临

动身的那天下午，同住的人都聚集于客厅里，沈泽民也特别来送行。我对于他们给予我的一

切帮助和友情，深深地感激和留恋，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禁失声啜泣，含着离情的眼泪

和他们握别了。有的送到车站，一直等到火车开动时才最后握别。 

张国焘，在我当时看来他的理论修养并不高，也不甚擅长写文章（虽然也写了一点），

他是一个偏向事务方面发展的人才，他对一切秘密工作的技术特别精细小心。但因过份谨慎

和小心的原故，使人感觉得有点琐碎而发生反感。这次同他一道去北京，沿途他都以兄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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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态度，教训了我一些处事的细节和技术方面应注意之点。我虽然觉得过于琐碎，但

一般还是感谢他的，因他对我的态度很诚恳，尤其他新近同我们在武汉学潮中的“五人”之

一的杨子烈宣布同居，因有这种关系，对我也就特别亲切。当我们到达北京时，已是暮色苍

茫，我同他一起，一直到他的公寓里（北京称旅馆为公寓）。杨子烈热烈地拥抱我。同他住

在同一公寓的范鸿劼
[1]

高君宇
[2]

等也同我相互交换了一些别后的观感。
 

翌日的清晨，我同张国焘一同去访问了几位熟识的作工人运动的同志之后，顺便去看黄

日葵（他当时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虽然我们之间好久不通音讯，但他却仍旧热

情地接待我。当我以轻松而喜悦的神情把几天之内便要同李大钊等一同去苏联的消息告诉他

时，他说了许多勉励和羡慕的话语，最后他颇感慨地说： 

“我看你现在心头充满了喜悦和希望，连对朋友的情感一点也没有，说起到苏联去的神

情，那样轻松而愉快，对朋友一点留恋也没有。” 

我打断了他的话，继续叙述了上海的同志们如何热心地帮助我去苏联的情形，我内心里

仍旧是充满着希望和未来的憧憬。这时，任何足以挑起情感的话语，对于我一点也不能发生

效力。 

当天晚上，他特别来看我，并通知我第二天到他的寓所晚餐为我饯行，并请张国焘和杨

子烈作陪。在第二天的傍晚，我们一同到黄日葵的寓所，他是和广西同乡合租了一所房屋，

共同雇了一个厨司，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其中一位还带着他的妻子一同住在这里），

都是富有家庭出身。当然，晚餐是特别丰富而可口。当张和杨告辞回去时，我一定要和他们

一同回去，但黄和他的同乡们却一致坚决地挽留我，一定要一同陪我同游中央公园春天的夜

景。我因情面难却，只好勉强和他们一同出游。我们从公园出来时乃是深夜，他们坚决地要

我同回他们的住所，我再三推辞，无论如何不让我走，我终于同他们一起回去，他们特别为

我让出一间房子，我只好黯然住下，准备次日清晨回去。 

  

在翌日清晨五时许，天还没有大亮，范鸿劼因看到张国焘和杨子烈被捕而偷偷地从公寓

溜出来了，他首先到黄的住所，将这消息告诉他，并叮嘱他叫我不要回去。等到我七时起床

后，日葵和他的几位同乡都聚集在一起，表现一种异常不安和惊惧的神情，日葵把这消息告

诉大我： 

“幸而你昨晚没有回去呀！否则，也被抓去了。国焘和子烈都被捕了，你的箱子也一起

带到监狱里去了，这倒是一件最糟糕的事情，恐怕你留俄的证件、旅费和一切必需的东西都

在里面吧。” 

这消息达到我的耳里，宛如晴天霹雳，顿时使我像失去了知觉一样，木呆呆地，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只是伤心的啜泣着。我觉得虽然没有抓进去，但把我的箱子拿去了，就好像剥

夺了我的生命一样，比抓去了还要痛苦。我多年来所憧憬的希望，全都在那个箱子里面，显

然不能于几天之内和李大钊等一同起程，这对于我的打击实在太残酷了！我有生以来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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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这样沉重的痛苦。虽然他们，黄和他的朋友极力安慰我，但我却终日以泪洗面。尤

其当李大钊等动身的那一天，眼看着他们走了而自己却留下来，那种痛苦，真非笔墨所能形

容。 

行李箱子都失去了，除了身上所穿的一件短布上衣，一条裙子和一件绒线背心外，什么

也没有，因出来都是走路，身上没有带一文钱，200元旅费全都放在箱子里。同时所有知名的

党员都被当局通缉，名字都在各大报登载出来，从李大钊到北京大学的一些同志，如范鸿

劼、黄日葵、何孟雄、缪伯英（女高师学生）……等一批，我的名字也在其中，因我的留俄

证件、照片和信件都在里面，警局当然知道我是将要留俄的党员。同志们大家暂时都避开

了，有的离开学校，有的离开自己的寓所或职业机关，一个也找不着，我自然只好和黄的同

学以及他自己住在一起。他的同乡陈宝符为人诚恳、慷慨（后来也成为同志），由于他佩服

黄以及和他的深切友谊，他愿意帮助我，如添置衣服和零用等，都是由他出面帮助我，我们

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总是三个人联在一起，因而不久他也成为我的好友了，但无论如何，我

在这种情形之下，内心里真是痛苦不堪。 

在最严重的几天，黄和我同到西山农学院去避了几天，因该校有我们的同志和黄的朋

友，风声稍平息后，我们重新回到原来的住所，同志们也都逐渐恢复原来的状态，组织生活

也逐渐恢复起来了。张国焘和杨子烈的事情，同志们从各方面进行援助的办法，虽然当时尚

未得到释放的回答，但看来经过相当的时日，释放是可能的。在我往后到苏联不久，他们释

放出来了。 

我为了一种热情所驱使，便决定到监狱去探望杨子烈，因我觉得天气一天一天地热起来

了，她在里面没有衣服换，没有必需的东西，是太痛苦了。于是在一天的下午，我带了几件

换洗的衣服（还是在朋友处找来的）和一些日用品，如肥皂、牙刷、毛巾之类的东西，从西

老胡同步行出发了。黄和同住的人本来都不赞成我去，因一方面我已被通缉；同时，我的箱

子里又有证件和照片。从技术的观点说，他们是对的，但我觉得既然没有人去，我只好去碰

一碰。他们因为我的去意甚坚，也不勉强劝我，只是表现着不放心的神情看着我去。 

当我到达监狱的第一道门时，立于两旁凶恶的武装守卫，以怒吼的声音喊着： 

“站住！你到这里来干吗？”（纯粹的北京话） 

“我是想来看看前几天被捕的一个女子杨子烈，她是我从前的同学，我送点东西给

她。”我回答说。 

“不知道，到里面去问！”他们以命令的口吻对我说。 

我又走到第二道门，真是戒备森严，守卫的比第一道门更多，他们以同样的语言和声调

问我，我也以同样的话来答复，他们也照样说： 

“不知道，到里面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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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走到第三道门时，我说明来意之后，他们以一种极严厉的语调干脆地说： 

“这里没有这个人，赶快出去！” 

当我从这阴森的监狱大门走出来时，发现同住的冯君骑着脚踏车在监狱的对面，车轮缝

缓慢地转动着，他看见我出来了，并不招呼我，一直跟在我的背后，当我回到寓所后，他才

回来。我知道他们因不放心而决定由他追随我去，视察我回来的情形，看有无侦探追踪，我

内心里对这位新交的朋友很感激，觉得这种同情异常之可贵。 

我在这一时期，什么兴趣也没有，除了以前在补习学校所认识的一二个思想较前进的女

同学有些来往外，除了参加党的会议外，没有其它的工作可做，虽然有时和同志们一同到东

安市场或中央公园去打地球（我对它有兴趣，且打得好），有时黄日葵和陈宝符带我到北大

第一院操场去练习脚踏车，这些小布尔乔亚的享受（按照中国的水准），也终于不能安慰我

的心灵，我一心一意要去苏联，一天不达到目的，那就一天不能安定。 

当我最烦闷的时候，黄和陈特别陪我到西山游玩，我们首先到熊希龄所办的慈幼教育院

去参观，里面的陈设很欧化，教育方法也很不错。我的同乡胡女士（该校的教师）招待很殷

勤，请我们在里面午餐，随后陪我们欣赏周围的风景。傍晚他们回去，我一人在这里住了几

天才回到城里。在这几天中，我的脑筋稍微轻松了一些，回来又陷于烦恼的状态之中了。我

所最感困恼的是旅费问题，这个庞大的数目对于我真是一筹莫展，不但旅费需要200元，而且

还需要一笔款来制衣服等费用，到如此寒冷的国家去，我当时连一件御寒的衣服也没有。 

我处于此种困境与痛苦的情况之下，日葵对我的安慰和体贴，对我的同情和帮助，我一

方面当然也很感动，对他也自然恢复了往日的心情；但无论如何，我决不愿意再超过友谊的

界限，而断送了自己的前途。那时在我的脑子里盘据着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便是认为一个

有思想，有志向的年轻女子，假如在她的学业尚未有成就之前而恋爱、结婚，尤其是生了孩

子，一定断送了她的前途，这是我从许多活生生的事实中所得出的教训。我一方面坚固地抱

着这一观念，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受日葵的情感的追求，使我完全陷于矛盾的状态之中，经

过将近两个月对前途的利害与情感的强烈搏斗之后，在孤立与极端痛苦的精神状态之下，我

终于接受了他的爱情，开始同居。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就是到苏联学习三年后（中央原派我

去学习三年）回来，才能安度我们正常的私生活。他在这一问题上给我的印象很好，不但同

意我的意见，而且还答应为我筹款，帮助我达成这一志愿。他一方面写信到他的家里和朋友

准备为我筹300元作为旅费和制衣物费等；同时，他很高兴地和我商量另筹一笔款准备举行一

个比较隆重的订婚典礼，除了邀请一些比较亲密的同志和朋友外，还要叫我去请我的两位堂

伯父（他们是同胞弟兄，一在北京妇女高师任教务主任；一为教育部科员之类的官职，是我

们陈姓最大地主之一）；他还准备请北大的代理校长蒋梦麟来参加。当他把这一计划提出来

和我商量时，我便不同意，尤其对邀请我的那两位天然反对我的思想的堂伯父，和所谓社会

名流蒋梦麟（虽然他还是继承蔡元培的作风相当开明）发生强烈的反感，虽然我比他年轻几

岁（我当时21岁），学龄也比他低几年，也许由于我过去一向所接近的导师和同志修养较高

的原故吧，我在这一方面的观点比他正确一些。我最厌恶普通社会的庸俗名人，尤其没有家

族观念（连家信都不通了），我认为爱情之能否长期维系，主要的是要依靠相互间的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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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条件才能保证，而决不是靠这些人为的关系或隆重的订婚典礼所能保证的。他的

这一计划，经过我的拒绝和批评之后，便无形地取消了。 

在这几个月的日子里，我总觉得是多余的，恋爱也是多余而偶然，但由于过去的一段友

谊关系又不完全偶然，是在一种多样性的生活状态之下而产生的结果。虽然我还是第一次恋

爱，但我并没有感觉得青春之恋的狂喜与幸福，还远不及在初步认识和通信期间的那种天真

而理想的恋情；虽然他是一个体格标准，风度潇洒而文雅活泼的知识青年，但因我那时太需

要学习，太热中于去苏联的原故，我对它看得不大重要（曾经认为重要的标准的），因而没

有兴致去享受它的幸福和温暖，因我的内心里埋藏着一种矛盾和不安，虽然仍旧是准备去苏

联，但不知何日才能实现。我总觉得在当时恋爱对于我，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幸福，它只是一

种障碍物和奢侈品，尤其每当我回忆离开上海时，陈独秀、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诸

同志对我殷切的希望和旅费方面的帮助时，我便痛苦和不安起来。我不能，我永远不能忘记

他们对我的帮助，尤其不能忘记他们对我的期望。每想至此，我便对日葵冷淡起来，甚至有

点反感；但同时想到他对我在极端痛苦，遭逢有生以来从未受的打击当儿，他如此的安慰

我、体贴我，而不自私地准备帮助我去苏联，却又使我异常之感动，我觉得他是患难的朋

友，亲密的同志，我不应对他冷淡，不应辜负他，更不应该对他反感。我的心情，总是陷于

这样的矛盾状态之中。 

经过一个时期，旅费已有了把握（我自己也筹了一小部分），我便专心读俄文，最初是

由一位苏联大使馆的俄国同志每天来我们的住所补习，后来因环境不便的原故，日葵即为我

请了一位俄文专修馆的同志（周达文，他在我之前不久去苏联），每天来教我一二小时。这

样，才把我从矛盾的精神状态中解脱了出来。 

一大批留俄的学生都陆续出发了，所剩下的只有我和一个北大学生刘伯青以及一个SY的

青年同志，他是自费进莫斯科大学的。本来这个刘同志当张国焘和杨子烈被捕，我失去了一

切后，他曾送我衣料，并自动答允帮助我全部去苏联的旅费。往后不但没有履行诺言，而且

不声不响地同着他的两位四川同乡（官僚场中的人，留学德国的）先走了。当我在赤塔遇着

他时，他表现一种颇不自然的神情，避免和我谈话，而我也不和他谈话，从没有提及他不通

知我不能帮助的事，恐使他恼羞成怒，但我内心里以为：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同志之间只要

力之所及是可以帮助的，但如果做不到便应坦白地声明不能履行诺言的困难，通知我好再想

办法，不应该不辞而去。也许他正因为没有履行这一手续的原故吧，从此见了就表现不自然

的姿态，又不向我声明，而我也以若无事然的态度对他，但他自始至终对我隔膜避免谈话，

一直到东大同学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总是如此。 

 
  

[1]
 范鸿劼为北京大学英文系的学生，早期共产党员之一，该校左翼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他的英文甚好，常为

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纳罕之间作翻译和打文件。在1927年4月他和李大钊等20余人一同在苏联领事馆被北洋
军阀张作霖逮捕同被酷刑绞杀。 

[2]
 高君宇也是北大英文系文学科的学生，早期共产党员之一，曾在初期向导周刊上写过不少的文章，于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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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往后不久即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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